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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江西省鄱阳湖区 11 个县（区） 的 1009 份农民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 Logist ic

选择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

果评价优先序依次为“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等三种。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距离乡镇政府

远近、经济发展程度、村人均纯收入、纯农业户数、年龄、收入主要来源、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9 个

因素至少对三种最有效的宣传方式中一个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进行湿地保护政策宣传时应

高度重视这三种宣传方式，并结合“互联网+”时代的微博、微信等媒体进行宣传，以便提高湿地保护理念、政策、

方针及手段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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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被人类誉为“地球之肾”、“自然物种基因库”、“生命摇篮”的湿地，与海洋、森林共同称为全球三大自然生态系统，

具有调节气候变化，调蓄突发洪水，净化污染水质，涵养地表水源，绿化自然环境及控制土壤遭受侵蚀等多种生态保护功能，

有着极大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然而，据国家林业局 2014 年 1 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2009—2013 年）

显示：“相比于第一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近十年来湿地面积总体减少 339.63 万公顷，其中全国自然湿地面积减少 337.62

万公顷，减少比率达 9.33%。”同时减少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湿地生物多样性，动植物种类，尤其是世界濒危物种衰退趋

势明显。大量内陆湿地丧失导致淡水存蓄量减少，加剧了水资源危机。过度开发滨海湿地，使其面积严重萎缩。因此，保护湿

地显得极其重要、紧迫。

针对生态湿地保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于 2006 年正式启动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2030 年）》及其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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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2004 年下发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提出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而湿地保护最直接、

最关键的主体应属湿地区域内以湿地为生存根基，依靠湿地掘取生活来源的农民。应该说，湿地保护与湿地区域内农民的生产、

生活是一对现实矛盾，对湿地实行绝对保护，必将影响其生产、生活方式。如何解决这一现实矛盾，使湿地保护意识深入农民

之心，使参与湿地保护成为农民的自觉响应行为，对农民，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湿地保护法规和政策宣传至关重要。在诸多宣

传方式中，何种宣传方式最有效，其效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急需研究。

关于湿地保护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宏观层面，学者们对各国进行湿地保护的重要性及各国湿地保护政策进

行了研究。如张春丽等（2008） 认为退耕还草、退耕还湿及设施建设工程等对促进湿地良性发展意义重大，为了保护湿地大力

鼓励这些行动。
[1]
卢松等（2003） 则提出了湿地资源及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2]
周婧婧等（2014） 对生态文明背景下

的湿地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
[3]
刘子玥等（2015） 以松花江流域为例研究了湿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

[4]
微观层面，一方

面学者们对湿地区域内农民湿地保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少研究，如 Cheikhna 等（2010） 实证研究了农民进行湿地恢

复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土地利用方式，农民对湿地恢复的态度，农民的风险偏好及财富水平是其重要影响因素。
[5]
Ambastha 等（2007） 采用条件价值法对印度 Kabartal 湿地保护区周边农民展开了大量调查，分析了农民对湿地保护的支持

意愿。
[6]
李晖等（2002） 采用案例剖析法对洞庭湖区域农村工业发展与移民建镇的关系进行了案例分析。

[7]
王昌海等（2015） 通

过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城乡居民对湿地保护的认知情况，结果发现居民对湿地保护的认知程度都较低。
[8]
另一方面，学者们就农

民选择某一湿地保护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田还湖、退耕还湿及移民建镇等） 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如闵骞等（2009） 对

鄱阳湖区农民移民建镇、退田还湖的意愿及其实施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开展了较全面的调查与分析。
[9]
康兰媛和朱红根（2015） 运

用 Logistic 模型考察了鄱阳湖区域内农民参与通过移民建镇保护湿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村干部的信

任、对湿地功能的认知情况等因素对农民的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10]
朱红根和江慧珍（2015） 运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实

证分析了补偿权益保障、村干部特征对农民退耕还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权益保障显著促进农民退耕还湿。
[11]
熊凯等（2016）

基于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有序 Logistic 模型，对鄱阳湖湿地区农民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民的受教育年数、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人口数、是否重视对湿地环境的改善、家庭居住位置、承

包水域面积和耕地面积与农民受偿意愿呈显著相关性。
[12]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宏观层面主要集中于定性、规范分析湿地保护的重要意义，湿地保护政策支持设计等。微观层面主要

集中于运用调查数据及典型案例实证分析农民湿地保护的认知及行为意愿并且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农民对于运用退耕还湿等方

式保护湿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和理论借鉴。但是已有研究中，专门以湿地保护宣

传方式为对象的研究还没有，而根据课题组对农民的实地调查访谈及现实情况显示，选择合适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不仅可以促

使宣传更有针对性，还有利于湿地保护宣传效果的提升。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择说明及数据来源

（一） 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主要从接受者农民角度考察农民评价效果最好

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并考察哪些因素在影响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的优先秩序。因此，以农民选择排序第一的湿

地保护宣传方式作为因变量。具体因变量的赋值为下述情况，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文章将除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宣传

专栏三者之外的其他第一选择的宣传方式合并为“其他（包括报纸、手机短信、宣传横幅、挂历画册及网络等五种）”方式并

将其作为分析参照组，定义为 Y=4；第一选择“广播、电视”宣传方式定义为 Y=1；第一选择“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定义为 Y=2；

第一选择“宣传专栏”宣传方式的定义为 Y=3。根据社会科学领域中已有研究成果，当因变量为离散型变量，类别在三类及以上，

且每一类别之间不存在排列序次关系时，可以采用多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王济川和郭志刚，2001）。
[13]
就文章中农民对

现有湿地保护各种宣传方式优先次序选择的四种首选宣传方式，可以将多元 Logistic 模型表述为如下数学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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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 Z1+Z2+Z3=1

式（1）、式（2） 及式（3） 中，p 为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优先选择的概率，Z1为广播、电视湿地保护宣传方式，Z2

为送戏下乡湿地保护宣传方式，Z3为宣传专栏湿地保护宣传方式，Z4为其他湿地保护宣传方式（也是计量分析选择的参照组），

αn （n=1，2，3） 为表达式常数项，βnk（n=1，2，3） 为第 k 个选择优先次序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χ1为自变量，也即影响

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主要因素（如表 1 所示），ε 为随机误差项。同时αn 和βnk的值可采用极大似然

估计法进行估计。

（二） 变量选择说明

根据前文的相关研究综述及相关选择行为理论，本文在构建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影响因素计量经济模

型时，选择农民所在村区域发展特征、被调查农民的个体特征、农民的生产经营特征、农民湿地保护政策认知特征总共 4 类 14

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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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对江西省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农民开展的实地问卷调查访谈。

课题组一行七人采取简单随机抽样调查访谈方式，调查访谈了涉及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内 11 个县，59 个自然村，1 200 户

样本农民，共计调查访问问卷 1200 份，回收整理并有效问卷 1009 份，问卷有效率达 84.1%，每一县区调查问卷的数量基本按

该县区人口一定比例确定，每一县区比例大致相同。有效访问问卷数据县区来源分布情况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2 和表 3 所示。调

查问卷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农民的个体及家庭特征(包括样本农民年龄、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农民培训情况、农民

家庭人口数、房屋类型及家庭收入情况等)；二是农民的生产经营特征（包括主要收入来源、农民类型、总耕地面积及农民收入

水平等）；三是农民参与湿地保护意愿及其行为特征（包括接受湿地生态补偿意愿、湿地生态功能了解状况、退田还湿意愿及

对湿地保护的态度等）；四是农民未来就业前景特征（包括农民参与移民建镇意愿和农户重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等）；五是农

民对湿地生态保护政策的认知特征（包括农民对村干部的信任情况和对政府保障农民权益的评价等）。此外，在调查问卷中还

设置了对被调查农民所在样本村即所处村区域特征情况的相关调查内容，具体包括本村距县（区） 政府的距离，本村所处区域，

本村经济发展程度居所在县（区） 水平，所在村经济总收入，所在村居民人均收入，所在村农户情况及村总人口情况等内容。

由表 3 可知，在被调查的 1009 个有效样本农民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其比重达 75.2%。婚姻状况中已婚农民占绝大多数，

其比重达 92.7%。在有效样本的年龄结构中，青壮年占大多数，数据显示 31～59 岁的农民共计 760 人，其比重达 75.3%。农民

是户主样本的占绝大多数，共计 684 人，其比重达 67.8%。样本文化程度方面，文盲占比 19.6%，小学占比 27.0%，初中占比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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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占比 19.4%，专科及以上占比 9.1%。被调查样本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相对较少，大多数样本从未接受任何技能培训，共计 524

人，占比达 51.9%。

三、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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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题组的调查访谈数据，针对 1009 个农民样本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选择的优先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并对农民认

为最有效的前三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进行排序，由表 4 的数据可知，农户认为最有效的前三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排在第一位

的为“广播、电视”方式，共有 703 个样本，占比 69.7%。说明在湿地生态保护区的农村广播，尤其是电视的普及率很高，并

且农民对电视媒介宣传方式的接受程度挺高。278 个农民样本（占比 27.6%） 将“送戏下乡”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排在第二位，

说明“送戏下乡”在保护区农村是农民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并且政府或相关组织“送戏下乡”的频率也较高。在第三位选择

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农民认为最有效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是“宣传专栏”，说明湿地保护区农民对设在固定地点的农村政策“宣

传专栏”的阅读关注度较高，并且在农村农民对“宣传专栏”宣传政策方针的方式较为适应。

四、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影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次序因素的实证回归结果进行分析，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其他”湿地保护

宣传方式为参照方式，根据计量实证结果考察“广播、电视”宣传方式，“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在效

果评价优先次序选择时有什么样的差别。二是如果这四种宣传方式在效果评价优先次序选择时存在显著差别，那引起这些差别

的具体影响因素到底是哪些？这些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怎样？

（一） 总体结果分析

文章运用 SPSS17.0 专业计量统计分析软件对 1009 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处理分析，采用逐步向后回归

的方法，最初将所有可能对因变量有影响的自变量引入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接着逐步剔除对三个因变量影响都不显著的自变

量，直到所有自变量对三个因变量中至少一个具有显著影响为止。在处理过程中，选择最后一个因变量，即“Y= 其他”作为参

照组，对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该模型的统计分析值为

156.364，－2LL = 1.735E3，Cox 和 Snell = 0.144，模型总体显著性 P＜0.001，这就充分说明，模型的显著性情况良好，且

总体有效样本数据能较好地拟合。从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影响因素多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可知，选择

“其他”宣传方式为参照组，“广播、电视”宣传方式、“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参照差

别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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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播、电视宣传方式参照分析

从表 5 中 Y=1 （广播、电视/ 其他） 的回归结果可知，相对于“其他”湿地保护宣传方式，9 个影响因素中有是否处于

自然保护区、纯农业户数、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5 个因素的影响结果比较显著。其他的影响因素，如距离

乡镇政府远近、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及收入主要来源等 4 个影响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在 5 个显著性因素中是否处于

自然保护区及年龄两个因素的 Sig 值小于 0.01，纯农业户影响因素的 Sig 值位于 0.01 及 0.05 之间。其他 2 个较为显著的影

响因素的 Sig 值都位于 0.05 及 0.1 之间。

2. 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参照分析

从表 5 中 Y=2 （送戏下乡/ 其他） 的回归结果可知，相对于“其他”湿地保护宣传方式，9 个影响因素中有是否处于自

然保护区、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5 个因素的回归结果较为显著。其他几个影响因素，

如农民所在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纯农业户数及收入主要来源等 4 个影响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在 5 个显著性因素中

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及家庭收入水平两个因素的Sig 值小于0.01，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及年龄两因素的Sig 值在0.01 及0.05 之

间。对村干部的信赖影响因素的 Sig 值都在 0.05 及 0.1 之间。

3. 宣传专栏宣传方式参照分析

从表 5 中 Y=3 （宣传专栏/ 其他） 的回归结果可知，相对于“其他”湿地保护宣传方式，9 个影响因素中有距离乡镇政

府远近、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6 个因素的影响结果比较显著。其

他的影响因素，如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纯农业户数、年龄等 3 个影响因素的影响都不显著。在 6 个显著性因素中距离乡镇政

府远近、收入主要来源及村干部的信赖三个因素的 Sig 值小于 0.01，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及家庭收入水平等三因素的

Sig 值都在 0.01 及 0.05 之间。

（二） 具体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文研究综述、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及农户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次序影响因素的多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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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分别从农民所在村域特征、农民个体特征、农民的生产经营特征及农民对湿地保护政策的认知特征等四个方面对各因

素影响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强弱情况及正负方向进行具体分析，为今后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湿地保护宣传

方式提供决策参考。

1. 村区域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并逐个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后，最终确定村区域特征中 5 个影响因素都至少对一种宣传方式效果评价具有显

著影响。由表 5 的实证回归结果可知，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内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有负向

影响，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没有影响。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不处于自然保护区的农民比处于自然保护区的农

民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更高，这是因为政府针对非自然保护区农民宣传湿地保护

一般不采取特别的手段，仍然是通过在农村普及最广的传媒手段进行一般性的宣传，而对于自然保护区经常会有更具有针对性

的措施进行宣传。另外“宣传专栏”宣传方式不受这一因素的影响，主要在于这一宣传方式无论是在自然保护区还是在非自然

保护区都是一种传统农民效果评价较高的宣传方式。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对“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两种宣传方式有负向影

响，对“广播、电视”宣传方式没有影响。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所在村距乡镇政府越近对“送戏下乡”及“宣

传专栏”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高，越远效果评价越低。这是因为距离乡镇政府越近，“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

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就实施得越频繁，农民习惯于这两种宣传方式。经济发展程度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有负向影响，对

“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湿地保护宣传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所在村经济发展

程度越低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低。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农民的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可能有不少人看不

懂“宣传专栏”内容。纯农业户数的多少对“广播、电视”宣传方式具有正向影响，对“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

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所在村纯农业户越多，对“广播、电视”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高。这是

因为纯农业户越多其文化程度就相对越低，通过“广播、电视”宣传农户更能理解、接受。

2. 农民生产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后，最后确定农民生产特征中有 2 个影响因素至少对一种宣传方式效果评价具有显著影

响。由表 5 的实证回归结果可知，收入主要来源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有负向影响，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

湿地保护宣传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收入主要来源越倾向于其他行业对“宣传专栏”宣传

方式效果评价越低。这是因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越倾向于其他行业，农民在村中逗留的时间就相对越短，就越没有时间去阅读

“宣传专栏”的内容，反而更喜欢通过“广播、电视”等宣传方式获得宣传内容。家庭收入水平对“广播、电视”、“送戏下

乡”及“宣传专栏”三种宣传方式都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广播、电视”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的影响为正，对“送戏下乡”

宣传方式的影响为负。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对“广播、电视”及“宣传专栏”宣传方式效果评

价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对“送戏下乡”宣传方式效果评价越高。这是因为收入水平越高越容易置办电视，电视普及率也越

高，相对知识水平也越高，“宣传专栏”也越容易看懂。收入水平越低越期待形式多样的“送戏下乡”宣传方式。

3. 农民个体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后，最终确定农民个体特征中只有唯一的年龄影响因素至少对一种宣传方式效果评价具

有显著影响。其他农民个体特征中的因素如性别、婚姻状况及培训情况等对宣传方式效果评价的影响都不显著。由表 5 的实证

回归结果可知，年龄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两种宣传方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的影响不

显著。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民年龄越大对“广播、电视”及“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宣传湿地保护相关政策效果

评价越高。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的视力、接受力及思考力等都相对下降，农民对发声传媒手段进行的宣传评价更高。

4. 农民政策认知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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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的实证回归结果可知，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剔除不显著变量后，最终确定在农民政策认知特征中选取的唯一影响因素，

即对村干部的信赖对三种宣传方式效果评价都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影响的方向都是负的。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宣传方式，农

民对村干部越不信赖，其越对通过各种媒体获得对湿地保护宣传的各种政策知识效果评价越高。这是因为如果对村干部信赖的

话，湿地保护相关政策就可以更多通过村干部这一渠道进行，如采取村干部挨家挨户宣传或村干部全村大会宣讲等方式进行宣

传。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根据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及其影响因素多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农

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依次为“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二是从具体影响因素的影响显

著性可知，不同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的影响因素有较大差异。对“广播、电视”湿地保护宣传方式影响显著的有：

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纯农业户数、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村干部的信赖等 5 个因素，其中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及年龄两个因

素具有重要影响。对“送戏下乡”宣传方式影响显著的有：是否处于自然保护区、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

村干部的信赖等 5 个因素。其中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及家庭收入水平两个因素有重要影响。对“宣传专栏”宣传方式影响显著的

有：距离乡镇政府远近、村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纯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家庭收入水平及对村干部的信赖等 6 个因素。其中距

离乡镇政府远近、收入主要来源及对村干部的信赖三个因素有重要影响。

（二） 政策建议

1. 由于当前农民评价效果最好的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是“广播、电视”、“送戏下乡”及“宣传专栏”等三种，因此政府及

相关组织部门在进行湿地保护政策宣传时应高度重视这三种宣传方式，不仅要充分运用好这三种方式，还应进一步想方设法提

升这三种方式的效果，可以多制作一些有关湿地保护的公益广告、纪录片，甚至专门开设湿地保护电视栏目在电视上播出，可

以将湿地保护内容编排成小品、情景剧及舞台剧等形式通过“送戏下乡”的方式宣传，宣传专栏应经常以头版头条或者专刊的

方式进行湿地保护方针、政策宣传，以使湿地保护政策宣传更精准、更高效。

2. 在非自然保护区，如果农民中纯农业户较多，老年人越多，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对村干部越不信赖的村区域，越应

重视“广播、电视”宣传方式，经常通过中央电视、广播台及省、市电视、广播台进行湿地保护理念、方式、政策及手段宣传，

主要以中央及省级文件的形式进行播报，同时提高广播、电视的普及率以提高湿地保护政策的宣传效果。如果在非自然保护区，

距离乡镇政府越近，老年人越多，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农民对村干部越不信赖的村区域，越应重视推广“送戏下乡”宣传方式，

政府及各种相关组织应提高“送戏下乡”的频率，可以结合“三下乡”、湿地保护高层论坛、湿地保护主题活动等经常性地深

入农村进行湿地保护专场演出。在距离乡镇政府越近，经济发展程度越低，人均纯收入越高，收入主要来源越倾向于种养业，

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对村干部越不信赖的村区域越应重视“宣传专栏”宣传方式，在这些村区域应充分利用好各地各村“宣

传专栏”这块阵地，经常、及时地更换湿地保护最新理念、方针、政策及手段，以便农民及时了解掌握。

3. 根据农民对湿地保护宣传方式效果评价优先序描述统计结果显示，除了上述三种最有效的宣传方式，紧随其后的是手机

短信及宣传横幅两种宣传方式，农民的效果评价也较高。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重视完善这两种宣传方式，经常通过手机

短信的形式对湿地保护区农民发出有关湿地保护的各种提示、警示，采用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形成标语以宣传横幅的方式在

交通要道、村口、农民活动中心等地进行宣传，另外还应运用好当前“互联网+”时代的微博、微信等媒体进行宣传，以便促进

宣传方式的多元化，提高湿地保护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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